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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关系: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伦理学探讨

肖 巍 *

［摘 要］母婴关系是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交叉的一个关键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
讨不仅有助于说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也可以展示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
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母婴关系不仅是人性的最原初形式，也是任何社会、

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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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思潮中，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之间

既有激烈的争论，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要原因

在于:一方面，“性别差异”一直是精神分析学的一个
重要课题;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派

别都是从批评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提出“解剖即命
运”的观点出发阐述自己理论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
学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我
们可以看到，母婴关系似乎是一个能够把传统精神分

析学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联系起来的关键性课题，

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母婴关系不仅是最原初的

人性形式，也是任何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同
时它对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也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研究母婴关系的意义、对象
关系理论和符号学对于母婴关系的解说，以及母婴关

系———一个未决的问题四个方面探讨女性主义精神
分析学关于“母婴关系”的理论及其贡献。

一、研究母婴关系的意义

在当代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理论中，母婴关系是女

性和女性主义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因为这一关

系无论是对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⑴，以
及儿童的心理发展，还是对于性别身份和主体建构，

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说来，研究母婴关系问题主要有五方面意

义:其一，有助于说明个体身份的形成。后现代女性
主义哲学家苏珊·赫克曼( Susan Hekman) 强调，人们
的身份可以分为两种: 私人身份和公共身份，前者是

在儿童期形成，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后者反映出一

个人的群体身份，这些群体或者是他自愿认同的，或

者是被其他人安置其中的。而母婴关系对于人们私
人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儿童的私人身份实际

是他早期对母亲关系体验的反映，正是在这种关系

中，儿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持续性的核心自我，但
赫克曼并没有明确地探讨这种私人身份与政治行为

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一些私人身份能够妨碍政治和

社会行为，而另一些则可以促进和鼓励这些行为的问

题。其二，有助于解释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性别之间
的关系。精神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 ( Anna
Frued) 通过自己对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得出结论说:

儿童与母亲最初建立的关系将为日后的所有关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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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模式。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 Melanie
Klein) 也认为，儿童在婴儿期获得的情感体验将影响
他们的一生，即便在长大成人后，人们在生活中仍继

续表达着与其母亲的内在关系。母亲从两种不同的
途径为孩子建立起自我:为他的心理整合提供所需要

的体验，使得一种根本无法统一的自我成为可能; 为

婴儿提供可供内射的完整对象关系，并构成婴儿人格

核心的样板式人物。［1］( P78 －79) 此外，母婴关系也对成年

人的性别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学者
认为，儿童成年后对于女性的负面态度，女性在人们

心目中的在被尊崇与被贬抑，被崇拜和被憎恨之间轮

替和徘徊的地位也来自于母婴关系，例如女性主义精

神分析学家多萝西·狄纳斯坦( Dorothy Dinnerstein)

看到，人们在婴儿期的中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女

性———母亲，在婴儿有能力分辨自己的五官，区分出
内外、以及自我与他人之前，母亲是被爱的，也是被恨

的，因为她既满足婴儿的需求，又拒绝他的需求，即宠

爱他又忽略他。这种与母亲 /女性的早期紧张关系对

婴儿的未来影响深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心灵中

的某个隐蔽的角落里，往往还保持着童年不合逻辑的

印象，把女性视为“它”而不是“她”，而“它”就像自然
和肉欲一样危险和难以驾驭。由于母亲在我们幼儿
期具有强大的支配力，所以无论男女都对女性具有一

种挥之不去的怨恨，而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恐惧

和憎恨。［2］( P6) 其三，有助于说明女性的欲望与建构女

性的主体地位。美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杰西卡
·本杰明( Jessica Benjamin) 认为，“现代语言学和精
神分析告诉我们: 从深层意义上讲，不是我们操纵语

言，而是我们被语言操纵。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女
性’是男性话语的结果。西方文化历来不把女人看作
语言主体，女人不是被界定为无道德就是被认为是无

欲望的客体。”［3］( P49 －50) 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女性

欲望一直是一个谜团。弗洛伊德曾发出一种慨叹: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被解答，纵然我研究女性的

灵魂达三十年之久，我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便是:

女性想要什么?”［4］( P47) 于是，弗洛伊德便采取两种简
单和错误的方式———把女性“自然化”和“神秘化”来

回答女性问题。就前者而言，在解释女性心理学时，

他坚持一种“解剖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认为女性不

能像男性那样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她们没有“阉
割恐惧”和“阉割焦虑”，所以无法发展起强大的“超
我”，她们的心理发展明显落后于男性，易于表现出情

绪化的倾向，缺乏正义感，不愿意接受生活的要求。

就后者来说，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把自己从研究男性那

里得出的数据准确地应用到女性身上，因而便把女性

的心理比喻成一块“黑暗的大陆”，尽管他相信女性也
有某种本质，但他却感到这种本质让所有的逻辑构思

都无法运作。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试图解构精神
分析理论中关于父亲的神话，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

先于任何话语方式的性别欲望和主体，主体的诞生是

从婴儿时期模仿双亲开始的。由于在西方文化中，母

亲或是以圣母的方式，或是以被动的、男性欲望客体
的方式被界定的，所以女孩也会模仿母亲复制父权制

的话语和文化结构，因而必须从母婴关系，尤其是母

女关系入手破除父权制话语结构，说明女性的欲望，

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其四，有助于促进女性主义道

德认识论的发展。在对两性道德心理发展的研究中，

卡罗尔·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也试图通过强调“关

系”来发展女性主义道德认识论，说明女性的认知方
式和分析推理如何与其养育子女的实践相联系，并认

为由于养育方式的差异，女孩的自我边界似乎更具有

渗透性，更关心如何维持关系，这可能为与性别差异

相联系的不同推理方式提供说明。②而美国女性主义

心理学家南希·乔多罗( Nancy Chodorow ) 则更为直
接地指出，当精神分析理论出现认识论差异时，主要

应当考虑母亲、母婴关系、性别与异性恋问题。其五、

有助于说明社会、宗教和文化的起源。在法国女性主
义精神分析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看来，母婴关系不仅是最原初的人性形式，也是任何

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在母婴关系中形成的
“爱”的体验是母婴融合的共同体验，所谓“爱”指的是
意义的生成性，爱产生出与被从自己分离出来的对象

命题相关的意识，并产生出表达主体、语言、符号象征

意义的体系，所以也产生了文化和历史。［5］( P253) 婴儿在
对母亲的依恋中奠定个体与社会道德关系的基础，尽

管婴儿对于母婴关系的印象是极其模糊和混乱的，但

却是个体和人类道德的原型，而母亲对于婴儿的爱则

体现出爱的无条件给予，这成为人类一切爱的根基。

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母婴关系说明社会、宗教与文

化的起源，以及在这一起源中母亲 /女性如何被厌弃
( abjection) 和“谋杀”。

既然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不仅对说明个体身份、

主体地位、道德及心理发展，以及性别关系的形成具
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解释人类社会、宗教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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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那么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如何阐释这一关系

便成为另一个必须首先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众多的研

究方法和视角中，本文仅尝试性地从对象关系理论，

符号学理论入手探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

关系的解说。

二、母婴关系:对象关系理论的解说

在精神分析领域，对象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地

位，“对象”是弗洛伊德创造的术语，意指构成另一个

人感情或内驱力的对象或目标的有特别意义的人或

事物。［6］( P1) 而对象关系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
系集中探讨母亲与婴儿的早期关系，说明这一关系如

何塑造儿童的内部心理世界和日后的成人关系，它也

可以提示过去的心理遗迹，并塑造出当下与他人互动

的关系模式。

对象关系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具有特

殊的意义，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在于把人的本性理解为

与生物学相关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对弗洛伊德“解剖

即命运”的生物本质论提出质疑，更为积极地建构心
理发展模式，突出母亲，而不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意

识到人性依据社会关系来变化的事实。同时，这一理
论也可以帮助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发现女性被压抑

的体验，分析人们通常压抑了什么样的体验，以及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压抑，回答什么样的扭曲被纳入到女

性的思维结构之中，以及权力关系如何进入个体人格

等问题。在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家中，有三个重要
的代表人物:克莱因、乔多罗和珍妮·弗拉克斯( Jane

Flax) ，她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母婴关系，强调母
亲的核心地位，并用这种关系解释人类性别差异意识

的起源，说明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关系，解释

女性的认识方式和性别不平等的起源等问题。

首先，克莱因第一个修改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内驱

力模式，将人际环境作为影响人格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启发人们从人际互动，而不是从生物本能角度看

待母婴关系，为精神分析从“驱力结构模式”转化为
“关系结构模式”奠定基础。然而，她对于弗洛伊德理
论的革命并不彻底，例如她仍旧为本能内驱力保留了

位置，从内驱力角度将婴儿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成一

种通过幻想转化和呈现的关系，这也是一些女性主义

学者把她视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先驱者，而另一

些人则对其理论中的弗洛伊德成分进行激烈批评的

原因。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里奇蒙( Sarah

Ｒichmond) 曾对克莱因理论的“弗洛伊德倾向”提出颇
有见地的解释，认为尽管克莱因从弗洛伊德理论出

发，但她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其他男性中心的倾

向，真正地反映出她作为一位女性和母亲的看法，例

如她把母婴关系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削弱了在弗洛

伊德理论中占居首要地位的“阳具妒忌”成分; 她的
“对象关系”理论强调一种或多种被内在化了的人际

关系，认为是这种关系逐步地构成自我的核心，为个

体身份形成的“关系论”解说提供一种实证说明，此

外，她关于道德意识基础的假设也促进了道德起源于

熟悉关系的解释，同时，她关于在婴儿发展中母亲角

色的说明也肯定了母亲劳动的价值。因而，即便克莱

因同弗洛伊德一道相信“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具有
“心理 上 的 影 响”，她 的“解 剖 学”也 是 女 性

的。［1］( P71 －72) 不仅如此，克莱因还强调了母婴关系对于

儿童道德发展的意义。克莱因认为，在婴儿早期的发
展中，母亲不仅影响婴儿的心理整合程度，也影响他

们道德感的发展。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婴儿要经历了
从偏执狂———精神分裂状况，再到抑郁症状况的转

变，母婴关系也随着这一转变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

现在婴儿对于母亲幻想( phantasm) 的变化，在这一过

程中，婴儿内化的正是母亲的照顾，如果发展是正常

的，母亲便帮助孩子形成自己的人格，成为其人格核

心的榜样人物，即便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在生活中仍

会继续表达着与母亲的内在关系。［1］( P75 －79) 克莱因还

基于母婴关系，从人的妒嫉、进攻性和挫折等情感体

验，从对于暴力和恐怖的幻想，以及内疚和焦虑，害怕

伤害自己所爱的对象等情绪反应说明人的道德感的

来源及其心理基础，并把这一过程与婴儿道德自我及

其性别身份的发展联系起来。

同克莱因相比，乔多罗的研究则更为具体，她集

中探讨了母婴关系中的性别身份问题，她从内在能动

性角度说明母亲身份如何被不断地复制，母亲如何塑

造出新一代的具有母亲心理倾向的女性，以及不具有

这种心理倾向的男性，说明这种性别身份如何产生于

母婴关系之中。同克莱因一样，乔多罗也始于弗洛伊
德对于男女儿童性心理发展的说明，关注不同性别婴

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关系中形成的不同“对象
关系”体验，认为在这一阶段，所有婴儿都象征性地依

赖自己的母亲，把她看成是万能的。然而，母婴关系
也是矛盾的，因为她有时给予得过多，她的出现是压

倒一切的，而有时也给予得太少，她的缺席是令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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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对于男孩来说，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强烈亲密关
系以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而告终，通过这一过程，他

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爱恋对象，以便逃脱被父亲阉割的

命运。他朦胧意识到权力和地位是通过与男性———

在这种情况下的父亲的等同获得的。通过把自己的

欲望交付给“超我”( 集体社会意识) ，男孩最终与文化
充分地融合起来。同父亲一样，他也排斥了自然和女

性。而女孩的情况却不同，由于她没有会丢失的阳
具，便很少与自己第一个爱恋对象完全脱离，因此，她

继续保持着自己在前俄狄浦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不

能与父亲所代表的文化进行充分的融合，而始终存在

于文化的边缘地带。乔多罗认为，母亲与女儿在前俄
狄浦斯阶段的关系以更持久的共生为特点，在女性的

发展中，这种关系从未中断过。但是，不同性别的儿
童在后来的发展都会由于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婴关
系”的影响在自我和道德发展方面遇到困难，对于男

性来说，问题更多地出现在亲密关系中，而对于女性

来说，问题则更多出现在个体性和关系解体方面。对

此，乔多罗给出一个在女性主义阵营中颇受争议的出

路:即治疗男性过分个体化，而女性过分联系化的方

法是在婴儿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前俄狄浦斯阶段

要由父母共同照料子女，以便消除儿童性别身份中的

不平等成分，打破男女儿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形成日后理想的性别平等关系，

这种看法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是一种“乌托邦
式”的幻想。

与前两位学者不同，弗拉克斯侧重于研究婴儿在

母婴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否定和压抑，认为这一问题在

心理学和道德发展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

事实上，正是这些压抑才构成人们日后人生观和世界

观的基础。婴儿早期体验到的压抑与社会对于母亲 /

女性的压迫紧密联系。在她看来，儿童的心理发展具
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意义，如果哲学家承认前俄狄浦

斯与俄狄浦斯时期的危机体验，这些体验就会成为他

们哲学的组成部分，纠正仅仅关注分离和个体化的世

界观，恢复崇尚共生现象和联系的世界观。然而，西
方男性哲学家一直不敢面对下列问题: ( 1) 自己最初

与母亲共生的现象; ( 2) 由于与母亲分离，以便更像父
亲带来的创伤; ( 3 ) 重新体验与母亲共生关系的欲

望。［7］( P197) 弗拉克斯指出，调整这种事态的方法是借助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重新思考认识论和形而上学

问题。哲学家必须停止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早期体验，

必须产生人类应当互相依靠和互惠的观念，在不使差

异“转化”为尊卑贵贱的情况下，以差异来取代二元对
立思维。

总起来看，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有五个要点:

其一，人类婴儿的心理出生并不随着身体的出生同时

发生。心理出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身体和精神
的相互作用，大体上在出生后三年中完成，这一观点

对于弗洛伊德“解剖即命运”提出挑战。其二，心理出
生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并通过社会关系发生，而母婴

关系在婴儿早期的心理发展中至关重要，这一关系也

是其他社会关系，包括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反映。由

于母亲把个人体验和社会关系体验都融入与婴儿的

关系之中，因此阶级，种族和父权制也都会融入婴儿

的早期发展中。其三，性别身份并非是中性的，意识
到性别也意味着认识到不同性别在社会地位和权力

方面的差异，这继而影响到婴儿日后的性别身份及性

别关系。其四，婴儿早期在母婴关系方面的不同体验

并不随着发展而丢失，而是继续对他成年后的社会关

系，尤其是性别关系产生影响，即便在日后的发展中，

人们可以改变对于这种体验的评价，却永远无法改变

体验本身。其五，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婴关系对于

儿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
响，因而，无论是在精神分析还是伦理学领域，都应当

重视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以便纠正在个体和人类社

会发展中仅仅关注分离和个体化的倾向，恢复崇尚共

生现象和联系的世界观。

三、母婴关系:符号学的解释

如果说英美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家更为关注

从个体身心和道德的发展角度研究“母婴关系”，那么

法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则更多地强调“母婴关
系”对于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人类学意义，把个体

精神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起源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在解

构父权制精神分析理论的同时，强调母亲 /女性和“性

别差异”对于个体道德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 Luce

Irigaray) 在探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时，曾提出一
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人类生活的宗教维度是什

么? 为什么在各种宗教传统中，普遍地存在着献祭牺

牲( sacrifice) 的现象，她认为这一现象是大多数社会

形成的根基，而献祭牺牲“是使社会空间得以存在的
一种宰杀”。［8］( P67) 伊丽格瑞的这种看法无疑地受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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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国文学评论家、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德( Ｒene Gi-
rard) 对于文化、社会和暴力起源研究的影响，在对法
国文学的研究中，吉拉德试图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

结构特点，他认为小说家在描述人物时会以“心理规
则”来把握基本现实的结局，这种规则即是“欲望的模

仿特性”。在他看来，我们对于某一对象的欲望最初
是从他人那里借用来的，人们总是从构成我们榜样的

另一个人对于某一对象的欲望中产生自己的欲望，因

而主体与所欲望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

通过榜样形成的一种三角关系: 主体———榜样———对
象。榜样在这里扮演欲望媒介或者中间人的角色。

然而，当一个人总是通过另一个人的欲望而欲望某种

对象时，榜样便成为一个对手或者实现欲望的障碍，

继而主体在追求占有所欲望对象的过程中就会形成

妒忌和暴力，即便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秩序，也肯定是

先前危机的结果，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很快忘

记所欲望的对象，而把模仿的冲突演变成一种普遍的

敌意。在敌对的危机中，对手之间便不再彼此模仿对

于某个对象的欲望，而是相互仇视。如果说以往他们
试图分享同一对象，那么现在他们想的却是摧毁同样

的敌人。于是，如果他们之间不能发生直接的暴力冲
突，所爆发的暴力情感就要集中在一个替罪羊身上，

他们需要野蛮地除掉替罪羊将缓解群体的暴力，带来

短暂的平静。吉拉德的这一理论提出了一个暴力起

源过程的人类学假设，他不仅把这种情绪看成是原始

宗教的起源，也视为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起源。然而，

尽管伊丽格瑞赞同吉拉德关于献祭牺牲和暴力促进

人类社会形成的理论，但却认为这一理论尚有不足之

处，即没有解释女性在这种牺牲中的位置。伊丽格瑞
认为在各种宗教传统中，这种牺牲并不是性别中立

的，她试图探讨性别在各种献祭牺牲和社会形成理论

中的意义，探讨作为牺牲者的替罪羊得以形成的主客

观条件。她认为在替罪羊选择和仪式形成中，女性始

终都保持在一个惰性的身体内，并由于文化的联结而

丧失能力。［8］( P68) 但伊丽格瑞并没有把这一研究深入

下去，因为她只是意欲寻求一种对于女性不那么敌对

的文化，以便“解决话语中女性的明确表达问题”。而

克里斯蒂娃则延续了伊丽格瑞的这一研究，她的重要

理论出发点是符号学，因为在她看来，符号学关系到

儿童在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发展。她不仅试图从个体

发生学和主体形成角度探讨“母婴关系”，也把它纳入
到人类文化和社会起源的总体框架中。弗洛伊德认

为，在俄狄浦斯阶段，父亲、母亲与子女呈现出一种三
角关系。他也设想人类和个体精神发生于无意识、前
意识和意识三重结构之中，相应地要接受本我、自我

和超我的审判。在这里，母亲与本我、父亲与超我、孩
子与自我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自我和超我在发生

学上都是由本我分化而来的。弗洛伊德的这三个审
判后来被拉康发展为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区

分，分别可以通过 a － a’－ A来代表，a是小写的他者，

是母亲的身体和欲望的对象，a’是孩子，而 A则是大

写的他者，相当于父亲之名、语言和秩序。而“前俄狄
浦斯是从尚未出现自我、超我的混沌的本我到产生出

自我最初轮廓的过程，如果用拉康的观点就可以说是

在连接 a和 a’的线上，从 a和 a’的分离以前到产生分

离萌芽的过程。”［5］( P202) 显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关注

点是俄狄浦斯阶段，而克里斯蒂娃则试图从前俄狄浦

斯阶段着手对母婴关系进行研究，把父亲原理( 符号

象征态) 登场前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看成体现母性原理

的前符号态，并从这里出发追溯语言和社会的形成，

以及对于母亲的暴力。

在《恐怖的权力———论厌弃》一书中，克里斯蒂娃

分析了个体在主体和性别身份建构过程对于母亲 /女
性的厌弃，认为这一过程与社会被建构的过程是相同

的，个体和文化正是通过对于母亲的暴力 /厌弃才得
以发展和存在。在她看来，厌弃是一种厌恶的排斥之

感，使人强烈地抗拒外在的威胁，因为它也可以引发

内在的威胁。厌弃既是主体的起点，也是主体形成的
推动力。厌弃标志着主体的出现。主体起源于对于

母亲身体的抗拒，因为如果不离开母亲身体，主体便

无法形成。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母亲与婴儿最初处于

共生共存的状态之中，主体与外界没有界限，克里斯

蒂娃把这种融合状态称为“主体的零度状态”。婴儿

的前主体是空虚的和自恋的，它把所有的力比多都提

供给自身，所以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心理机制是第一次

自恋，这与主体确立之后的力比多从对象返回到自身

的第二次自恋有所不同。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厌弃不

仅导致主体与母亲的分离，而且成为自恋的前提条

件。“甚至在成为像什么的存在，‘我’成为我之前，就

有了分离、拒绝和抗拒。就其含义扩展到包括主体的
历时性意义来说，厌弃是自恋的前提条件，它与自恋

共存并使自恋成为一种永久性的脆弱。”然而，厌弃从

何而来? 在回答这一关键性问题时，克里斯蒂娃又回

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道路上，借用了符号和语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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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角色。“另一方面，从我们个体的考古学意义
上说，厌弃物使我们面对自己甚至在存在于母体之外

之前，所产生的最早的与母体脱离的企图，这要归功

于语言的自主性。”［9］( P13) 显然，这里的语言是符号性

的，属于象征领域的，并由父亲所代表的。因而，在一
些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尽管克里斯蒂娃试图克服弗洛

伊德和拉康等人对于母亲的排除，但她依旧陷入拉康

的陷阱之中，因为符号、语言都是属于男性的。

克里斯蒂娃也研究了原始宗教的暴力行为和人

类文明发端中的“厌弃”行为，并得出结论说:“我们的
语言和文化符号都是围绕着对母亲的谋杀建构起来

的。”“一方面，厌弃物使我们面对那些脆弱的状态，在
这种状态中，人游荡在动物的领地。因此，通过厌弃

的方式，原始社会标志出一个准确的自身文化领域，

以便使自己摆脱动物世界的威胁或兽欲，这里被想象

为性和谋杀的再现。”［9］( P12 －13) 在这里，母亲显然成为

厌弃物的化身，相当于吉拉德在解释献祭牺牲和暴力

时的“替罪羊”。只有排除被厌弃的母亲，社会空间才
得以存在，群体的妒嫉和恐惧之心才能得到暂时的缓

解，宗教、文化和语言才得以出现。因而，在哲学、伦
理和宗教中，与性别 /女性 /母亲相联系的净化( 厌弃、

排除和谋杀) 及其仪式始终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
“就哲学是一种伦理学和不能被忘记的柏拉图来说，

净化似乎是哲学的一种内在的关切。”而且，“亚里士

多德似乎认为，存在一种性别话语，它不是知识话语，

却是唯一可能被净化的话语。”［9］( P28，29) 或许是黑格尔
更为具体地提出应当在社会和历史行为中消除来自

性和性别的不洁。对于宗教来说，解决厌弃问题的方
案便是污秽、禁忌和原罪。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关系

的神圣与献祭牺牲来自对于父亲的谋杀，人类社会起

源于两个禁忌: 谋杀与乱伦。“我们都熟悉弗洛伊德

有关弑父的论断，熟悉他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提出的
一个更为具体的观点: 与犹太教相联系，古代原始部

落的父亲和首领被他们的儿子串谋杀死，后来后者对

于这一完全受模糊情感支使的行为怀有一种犯罪感，

最终想恢复父亲的权威，这不再是以专横的权力，而

是以权利的方式，因此他们转而放弃了拥有所有女人

的做法，一举建立起神圣、异族通婚和社会。”［9］( P56) 而

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弗洛伊德在这里却忽略了一个

问题，即神圣一方面建立在谋杀和负罪感基础上，另

一方面还有一个“衬里”，它更为隐秘和不可见，更无
法表述，指向那些不稳定的、不确定的身份空间，指向

来自远古的双重脆弱性———威胁与融合，指向主体与
客体尚未分离，语言尚未形成，但已经编制出恐惧和

排斥的状态。因此，克里斯蒂娃更关心的问题是: 在

主体性之中，在符号竞争中，与“女性对抗”的暗示，以
及社会为了尽可能伴陪话语主体完成这一行程的编

码方式。她把这一行程看成“厌弃，或者结束黑夜的
行程”。在考察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研究

时，克里斯蒂娃赞成她把主体维度引入宗教人类学的

思考，认为对于道格拉斯来说，净化是与边界、边缘和

秩序相联系的因素。宗教仪式是一种净化仪式，通过
对于肮脏、污秽和乱伦的禁止，划清了社会、群体和个

人之间的界线，使社会得以成立的，在这一过程中，主

体得以形成，母亲却被谋杀。“这些宗教仪式的功能

是消除主体对自己身份不可挽回地陷入母体的恐

惧。”［9］( P64) 因而，主体、符号和语言、宗教与文化，以及

社会都是围绕着母亲被谋杀，以及谋杀者的利益建构

起来的。暴力起源于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之中，当我们
追问“什么”和“谁”在语言和文化的幕布之后隐藏起

来时，便有可能看到谋杀者的真实面目。克里斯蒂娃
试图通过对于母婴关系的解说，以及婴儿对母亲的厌

弃来说明主体和社会文化的形成，并最终追求以新的

视角研究女性与社会符号秩序的关系，把女性从作为

“替罪羊”献祭的牺牲状态中解救出来，建立一种新的
伦理秩序。

四、母婴关系:一个未决的问题

在精神分析领域，母婴关系既是一个未决的问

题，也是一个难解之谜，它所引发的问题域越发地深

入和宽泛，并已经成为女性主义伦理学、精神分析学

与“父权制”学术堡垒对峙的重要阵地。应当说，所有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在研究母婴关系时都怀有一

个目的，即试图颠覆，抑或调合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

传统精神分析学在性别身份、主体形成、社会文化和

语言发展过程中对于父亲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强调，

并在这一过程发展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使其能

够对于人类和个体道德与文化发展产生不同于以往

理论的积极影响。

总体上看，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关系”

的探讨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突出“性别差异”的意
义，这在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那里尤为明显。对于她

们来说，性别歧视不仅植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之中，

也来自文化、语言和哲学本体论框架。因而，人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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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要社会革命，也需要在哲学领域进行一场基本范

畴的革命，因为在哲学领域，话语主体一直是男性的，

无论在理论、道德和政治上都是如此，而且在西方社

会，上帝作为每一个主体和话语的保护者，其性别也

总是男性和父系的。借用大陆精神分析学的丰富资

源，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进行哲学话语革命的主要工

具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因为在她们看来，“尽管采

取了模糊的、隐藏的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弗洛伊德还
是说明了某种一直产生影响的东西———构成任何科
学和每一话语逻辑基础的无差异的性别。”“弗洛伊德

所有关于女性性别的陈述都忽略这样的事实———女

性的性别或许可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10］( P69) 因
而，法国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学来阐释“性别差异”，因为在传统哲学中，
“主宰哲学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来自它把所有他者还原

为同一性经济的力量。”［10］( P74) 这种力量根除了在“男

性主体”自我呈现制度中的性别差异。而母婴关系则
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强调“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的

理论突破口，这不仅是因为“母亲最重要的是把活力
和女性特有的表象能力———所谓女性的文字语

言———给予了女性，女性必须坚决恢复已经迷失的母
性。”［5］( P204)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母亲和“母婴关

系”的研究有可能为女性主义伦理学和人类的思维革

命、为女性的解放和性别平等的追求，以及为人类社
会的变革提供一条重要的途径。

其二，突出人类主体形成的动态意义，并试图在

这种主体的形成中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从哲学意
义上说，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试图通过对于母婴关

系的研究从个体发生学角度探讨主体生成的过程。

例如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

一部分，在她看来，无论是柏拉图、笛卡儿等人倡导的
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还是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都把主

体和语言看成同质的静止结构，而她的符号分析学则

把语言视为话语主体的能动行为，这种能动性和话语

无疑地是多元的和异质的，她也由此提出一种与传统

形而上学不同的主体哲学———过程哲学，并力图消除
文化中对于母亲 /女性的暴力因素，确立女性的主体

地位。

其三，突出身体和体验认识论的意义。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学家都试图以母亲和关于母亲的体验来推

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如果说近代以来的大陆哲学
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要求从身 /心或身

心出发抵达事物本身的话，那么女性主义的这种探讨

也可以说体现出身体和体验认识论的特点。这正如
波伏瓦一直强调的那样，“母性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

化的体验”，女性自由的实现需要社会的革命。本文
所讨论的克莱因、克里斯蒂娃等人都是通过自身做母

亲的体验来研究精神分析学和母婴关系的。③而被视

为在精神分析领域，最早运用自己与母亲关系的体验

来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学者，弗洛伊德的关门弟子海伦

·多伊奇( Helene Deutsch) 根据自己在童年时代被母
亲打骂的体验，坚信男女自恋的人格障碍是在认同母

亲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导致的。④这些由于亲身或间

接体验所产生的认识论成果无疑地对于人类精神和

道德心理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四，把母婴关系置于个体发生学和人类文化、

语言、社会以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之中进行研究。无

论是对象关系理论还是符号学理论对于母婴关系的

研究都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法国女性主义精神分

析学家的研究更多地借鉴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的解读，

以及他对于性别发展的符号学解释，同时也借鉴了诸

如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使她们对于“母
婴关系”的研究显示出宏大的场景和历史的深邃性。

同时，在大量的人类学、文化学和历史学，以及个体发

生学研究基础上，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也有力地指

出———以往的发展心理学认为母婴关系是非社会的，

母亲与孩子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生活始于俄狄

浦斯阶段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五，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

也体现出女性主义的政治追求。对于女性主义精神

分析学家来说，研究母婴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追求

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尽管在她们中一些人也常常陷

入弗洛伊德或拉康等人的父权制理论“陷阱”，但这似
乎并没有影响到其伸张女性权利，确立女性主体地

位，保护女性利益，建构性别平等社会的政治追求。

然而，尽管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在对母婴

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做出许多努力，但这一问题依旧是

一个未决的问题，因为它包括着个体生命觉醒和人类

文化起源的价值内涵，也承载着人类沉重的历史，预

示着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此外，值
得一提的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所有精神分析

学，以及文化理论一样，都是通过理论预设和概念化，

以及人类关系体验来探求事实和真理的工具和方法

论，而不是事实和真理本身，但即便如此，这一理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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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人们带来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

［注 释］

①2012年 12月 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发

生了一起枪击案，造成近 30 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 5 到
10岁的儿童。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

案之一。凶手亚当·兰扎在杀害其母亲后，又来到母亲

任教的学校作案。当美国民众呼吁美国政府实行更严厉

的枪支管制政策，并围绕着公民能否持有枪支，政府是否

有权禁枪等问题争论不休时，笔者却认为从女性主义精

神分析学来讨论母婴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对于孩子日

后的道德感和行为，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或许也具有深

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② 2012年出版的女性主义哲学著作《神经女性主

义:女性主义与认知科学交叉中的问题》( 罗宾·布罗姆

等编，美国麦克米兰出版社) 一书中，一些学者强调近十

余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在道德思考方向

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因而他们试图对吉利根的关怀伦理

学提出挑战，但笔者认为，实证研究数据是依据文化、社

会、人群和时间等因素而不断变化的，而且吉利根理论的

意义如今，甚至在提出之时的目的也不是强调女性应当

更多地具有关怀倾向，男性应当更多地具有公正倾向，而

是提醒人们注意到在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和教育

中，公正和关怀对于两性来说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③克莱因在做母亲过程中是压抑的，但她却用自己

的这种体验研究儿童心理发展和母婴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对象关系理论。

④ 她发明了一个术语: as if 人格。这种人格主要体

现在认同短暂的人们身上，这些人大部分是精神病患者。

这种人格的特点是不能够感觉到真实的感情，没有温暖

的感觉、不能够建立持续的自我或超我认同。在媒体对

于美国康州小学枪击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及到凶手亚当

·兰扎的人格障碍，因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

关系的研究会对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提供不同的思考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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